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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澳中关系发展历程来看,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澳大利亚

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以“接触”和“平衡”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也被证明

是行之有效的。然而,为何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会发生明显的转变,

并逐渐走上了同中国对抗的道路? 本文从政党政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

了分析,认为政党政治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联盟

党和工党在对外政策上的不同传统和偏好、两大政党之间的博弈与妥协、政

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共同塑造了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而主流政党之外的小

党也对此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重点分析了政党政治在“一

带一路”和“中国渗透论”等问题上对澳中关系造成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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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澳关系受一系列事件的影响持续走低,双边关系进入中澳建

交以来最困难的阶段。2017年下半年开始,澳大利亚国内媒体和一部分政

治人物开始接连炒作中国对澳进行政治“影响”和“渗透”,对两国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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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舆论氛围造成了伤害。2018年8月,澳大利亚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华为

参与当地5G建设,在西方国家中开启了禁用华为5G技术的先例,给两国关

系改善前景蒙上了阴影。2020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又无端要求对中国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展开独立调查,就疫情问题搞政治操弄,导致两国关

系的紧张状态进一步加剧。2020年7月,澳大利亚政府致函联合国,声称中

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中方则对此表示坚决反对。① 2021
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宣布撕毁中国同维多利亚州政府签订的“一带一路”备

忘录和框架协议,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②

回顾过去几年的中澳关系,可以感觉到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

的转变。自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改善和澳中建交以来,澳大利亚对华政

策的基调是“接触”与“平衡”。然而,从近年来两国关系中的相关事件来看,

澳对华政策似乎已经转变为“防范”与“制衡”。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两国之间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被不断放大,澳大

利亚对华警惕与防范意识明显增强。其次,在安全上,受美国对华遏制政策

的影响,澳国内有关“中国威胁”的讨论再次“热闹”起来,其军事战略部署针

对中国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再次,在经济上出现了政经分离和经济问题

安全化的趋势。最后,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以及南海和新冠肺炎疫情等

涉华议题上,澳大利亚频频发表批评、指责中国的言论。

本文的问题是,从澳中关系发展历程来看,维持良好的对华关系对澳大

利亚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以“接触”和“平衡”为基调的对华政策也被

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然而,最近几年澳大利亚对华政策为何会发生明显的

转变,并逐步走上了同中国对抗的道路?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一变化? 本

文拟从政党政治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20年7月27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

会》,2020年7月27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

673025/t1801230.shtml,访问时间:2020年11月26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驻澳大利亚使馆发言人表态》,2021年4月21日,来

源:http://au.china-embassy.org/chn/sghdxwfb/t1870483.htm,访问时间:2021年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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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既有研究及不足

中澳关系发展演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他们从不同视角对近

期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为我们理解当前中澳

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总结归纳为以

下几种观点。

从国际体系层次来看,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演变调整对

澳大利亚产生了强烈冲击,深刻影响了澳对华政策的制定。在亚太地区中

美两极化格局中,中美实力差距的进一步缩小将迫使澳在中美之间进行“选

边”,而基于战略利益和政治认同,澳在安全和政治上必然选择美国,这将加

剧中澳矛盾。① 近年来,澳大利亚频繁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破坏两国关系的

事情,主要原因在于其尚未适应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格局和地区形势的变

化,尚未找到妥善协调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有效方法,对中美博弈、

权力转移和地区秩序的理解判读存在结构性错位和方向性偏差。② 同时,作

为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在不确定性增强的国际体系中高度重视国际秩序的

稳定,并把中国视为可能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稳定性的主要国家,澳对华政策

在2016年至2018年出现恶化的主要原因是担心中国的迅速发展对国际与

地区秩序的影响。③ 中澳之间在包括“秩序”在内的地区事务的认知层面存

在差距④,这导致两国的矛盾分歧进一步放大。

从国际体系的视角来看,国际力量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演变是影响澳大

利亚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然而,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对澳大利亚对华政

策方向和在具体问题上的决策能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是一

①

②

③

④

张旗:《分歧凸显的中澳关系将持续下滑》,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2期,
第158—160页。

丁工:《中澳关系的问题分析及加强两国合作的政策选择》,载《边界与海洋研

究》,2021年第1期,第89—92页。
周方银:《体系转型背景下的威胁认知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变化》,载《世界经济

与政治》,2020年第1期,第22—59页。
査道炯:《亚太地区秩序:中国与澳大利亚》,载《澳大利亚研究》,2018年第1辑,

第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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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较宏观且存在争议的问题。从战略层面来看,在中国崛起改变国际权

力结构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策略,是制衡还是接触,

是约束还是妥协? 对于这些问题,澳大利亚国内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事

实上,澳大利亚政府所采取的策略也并非一贯的,甚至是前后矛盾的。例

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

对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秩序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澳大利亚也对中

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抱有很大疑虑,但最终还是选择继续同中国进行接

触。问题是,为何当时澳大利亚没有选择对中国崛起进行制衡而是在几年

之后才改变了对华政策? 从国际秩序的角度解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出发

点是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国际秩序的问题上有不同的认知,中国被澳大利亚

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然而,2017年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上

台后,以“美国优先”为指导,美国在国际上频频“毁约”“退群”,对当前国际

秩序和国际合作造成了严重冲击。在对外政策上高度重视国际秩序和国际

规则的澳大利亚为何没有对美国的“毁约”和“退群”行为采取反制,反而将

中国视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并采取恶化澳中关系的措施? 显然,仅从

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角度分析澳大利亚当前对华政策转变是不充分的。

从双边层面来看,美国和中国在澳大利亚对外关系中占据着最重要的

两个位置,两国内外政策的变化都会对澳对华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美国

是澳大利亚“伟大而强有力的朋友”,澳美同盟是澳大利亚外交与安全政策

的基石,对澳大利亚来说具有多重战略意义。① 对澳美同盟的战略依赖已嵌

入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思维,在国内受到两党的共同支持并得到国内民众

的高度认可。② 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为了维系澳美同盟关系,澳大利

亚成了与中国对抗的“急先锋”。③ 但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则使澳大利亚对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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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军:《澳大利亚面临中澳关系的艰难抉择》,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

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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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能否继续依靠美国制衡中国产生了质疑①,因此,澳希望通过渲染“中国

威胁”来拉住美国。美国内政变化同样对澳大利亚有较大影响。特朗普出

人意料的当选及其就任以后美国外交的调整加剧了澳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担

忧,连带影响了其对华政策转向。② 同样,中国自身也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华

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澳大利亚政策界对中国崛起和地区影响力的提升一

直保持谨慎态度③,中国军事投送能力的增强加剧了澳“被侵略的焦虑”④,

当前其对华政策转变也是由于其尚未适应中国快速发展,看待澳中关系仍

然带有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色彩⑤。同时,中国内外政策的变化使澳大利亚

对华政策经历了“现实核查”(reality
 

check),澳中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常

态”(new
 

normal)。⑥ 例如,中国在南海的行动和在南太平洋地区不断增强

的影响力使澳大利亚对华认知发生了明显变化。⑦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影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澳大利

亚来说,因为需要美国的安全保护,维系澳美同盟是其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目

标之一,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也是其作为盟友应尽的义务。对美国来说,澳

大利亚也是其实施地区(无论是“亚太”或“印太”)战略最可靠的帮手,尤其

是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美澳双方是相互需要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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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玺、谢韬:《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

年第3期,第28—29页。
马必胜:《合作的估算:评估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响力》,载《战略决策研究》,2018

年第4期,第68—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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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安全威胁而美国需要盟友配合其对华遏制政策的背景下,美国对澳

大利亚的需求可能还更多一些。那么,澳大利亚为何要不惜以牺牲澳中关

系为代价来维系和强化澳美同盟? 与美国的其他地区盟友相比,为何澳大

利亚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要更为激进? 诚然,中国自身也是影响澳大利

亚对华政策的重要因素,但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并无领土主权纠纷,也没有

重大利害冲突,中国的贸易需求还是澳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维持稳定的对

华关系对澳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2017年之后,澳大利亚方面在对华

政策上采取诸多消极行动,中国仍然希望改善并推动中澳关系向前发展①,

在“一带一路”等合作倡议上,中国也都积极争取澳大利亚参加。所以,也很

难用中国因素解释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

从国内政治视角来看,身份政治被认为是导致澳大利亚对华负面认知

的重要因素,加剧了其对中国政治和经济影响的恐惧和不安。② 在新的地缘

政治经济环境下,澳大利亚身份与战略焦虑加剧,担心崛起的中国打破“基

于规则的秩序”,因而希望挽留美国继续主导亚太秩序。③ 媒体和智库在两

国关系发展过程中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有研究认为,在关于“中国影响”

的报道中,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并没有坚持其宣称的独立、客观立场,对澳中

①

②

③

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是,2018年8月,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在新南威尔

士大学发表对华政策讲话,就中国改革开放、澳中关系及两国务实合作等问题作出了积

极表态。这是2017年澳中关系开始恶化之后澳大利亚总理对华政策的一次重要表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很快对特恩布尔讲话进行专门回应,表示中方赞赏特恩布尔的积极

表态,并希望澳方继续同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基础上多做有利于增进两

国互信与合作的事,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澳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从中方的表态可

以看出中国对改善中澳关系的积极态度和对推进中澳关系向前发展的期待。参见:中华

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发表对华政策讲话

答记者问》,2018年8月8日,来源: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

dhdw_673027/t1583876.shtml,访问时间:2021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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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恶化事实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① 智库和学者同样在制造涉华社会

舆论方面有较大的影响力,例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就被认为

在澳中关系恶化过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② 另外,在日益盛行的保护主

义和民粹主义浪潮面前,澳中关系的真实地位与作用被掩盖,而为了争取国

内民众支持,澳中关系便成为澳政府转移国内问题与矛盾的“替罪羊”③。

对外政策是国内政治变化和作用的直接结果。国内政治也为理解澳大

利亚对华政策提供了诸多中观和微观视角。无论是身份政治还是媒体、智

库,都会对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决策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多是间接的,很难

就当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转变这一具体问题给出清晰的解释。

三、
 

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外政策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内政是理解外交的基础。在影响对外政策的各种

国内因素中,政党的作用尤为明显,是从国内政治角度分析对外政策的首要

选择。④ 澳大利亚对外政策同样深受国内政党政治的影响,自由党—国家党

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党”)和工党两大主流政党在对外政策上有不同的传统

和偏好,联盟党和工党内部不同派别之间在对外政策上也有不同的利益诉

求,政党之间和政党内部的利益纷争和妥协交换共同影响和塑造了澳大利

亚对外政策的内容和方向。

①

②

③

④

张桂芳:《澳大利亚媒体在“中国影响”报道中的角色定位》,载《新闻与传播评

论》,2020年第3期,第117—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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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秀军:《澳大利亚面临中澳关系的艰难抉择》,载《世界知识》,2018年第12期,

第13页。
张清敏:《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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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

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的普遍现象。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下,议

会是民主的象征,选举是民主的基石,而政党则是民主的中枢。① 在西方国

家,选举是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方式,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或者领导人是国

家内外政策的实际制定者,而政党则是选举背后的主要组织者。政党政治

是指由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

从民主政治发展过程来看,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既有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

的产物,是间接民主、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因此,要理解国家的内

外政策首先要对该国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有一个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

政党政治是国内政治的核心环节,是从国内视角分析对外政策决策的

首要选择。在现代政党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党作为政治权力的主角,在组织

政府以及制定、执行和监督国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③ 在对外政

策决策过程中,政党政治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党的本质

决定了政党有充足的动力去影响对外政策决策。政党本质上是阶级的组

织,代表了一定阶级或阶层或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

其政纲的政治组织。④ 对外政策的目的是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在当代政

治生活中,虽然我们无法将对外政策中的国家利益简单归结为某一阶级的

利益,但它在很多情况下也不完全是全体国民的共同利益,有时候对外政策

决策中的国家利益可能主要涉及某一阶级、某一阶层或集团的利益。随着

全球化的发展,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利益的构成也

越来越复杂,阶级或阶层或集团利益的涉外性也越来越明显,这就驱使它们

通过政党和政党政治去影响对外决策。另一方面,政党的功能决定了政党

拥有影响对外政策决策的能力。政党是代议制民主的核心角色,是联系政

府和民众的枢纽。在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党的基本功能包括利益表达、

社会动员、精英遴选、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等多个方面,这些功能的发挥使

①

②

③

④

柴尚金:《政党与民主新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王韶兴:《政党政治与政党制度论》,载《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25页。
赵可金:《政党外交及其运行机制》,载《当代世界》,2010年第11期,第46页。
柴尚金:《政党与民主新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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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政党有多元的渠道去影响政府的对外决策。因此,要深入认识一个国家

的对外政策,就要对这个国家的政党政治运作过程和政党政治与对外政策

的关系有深刻的理解。

(二)
 

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与政党制度

澳大利亚政治体制是议会制君主立宪制,议会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

主导着内外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根据澳大利亚宪法,澳大利亚议会由众议

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目前由全国151个选区当选的议员组成,各州和领

地根据人口规模划分选区,每个选区的人口数量大致相同。参议院目前由

76名议员组成,与众议院不同,各州在参议院的席位数是均等的,即每州12
个席位,北领地和首都领地也各有2个席位。① 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澳大

利亚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了“威斯敏斯特模式”,但同时又有所创新。与英

国不同,澳大利亚参议院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只是不能提出或修改有关税收

和财政支出的议案,但众议院制定通过的法律和议案,必须经参议院批准才

有效。在表决规则方面,参议院议案以过半数票通过,每位参议员只有一

票。议长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投票权,当表决票数相等时,议案被视为未通

过。众议院中的议案则由除议长以外的多数票决定,议长不参加投票,除非

票数相等时议长方可投表决票。在政府组成方面,在众议院赢得多数席位

的政党或者政党联盟获得组阁的权力,该党的领袖通常会担任国家总理,内

阁的各部长由总理任命。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为澳大利亚民主政治发

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澳大利亚,政党是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主要媒介,各党派通过竞选活

动让本党支持的候选人进入议会,进而实现组阁及制定和影响国家政策的

目标。目前,澳大利亚有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三个主要政党,还有绿党、单

一民族党、凯特的澳大利亚党、联合澳大利亚党(前身为帕尔默联合党)、中

间联盟等小党。长期以来,工党、自由党和国家党占据着澳大利亚政治舞台

的中心,是政治活动的主角,而其他小党只能在大党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

① 详情可参考澳大利亚议会网站相关信息,Parliament
 

of
 

Australia,
 

https://

www.aph.gov.au/Senators_and_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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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政治生活中的配角。因此,从政党制度来说,澳大利亚是两党制①而非

多党制。同时,澳大利亚的两党制又不同于英国,原因在于长期轮流执政的

一方不是单一政党,而是政党联盟;但它又不同于多党制,因为这种政党联

盟是稳定的,联盟党之间在意识形态、思想气质等方面都具有一致性,而多

党制下的政党联盟往往是不稳定的。② 在2019年的澳大利亚联邦大选中,

联盟党拿下众议院中的77个议席,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继续连任,

工党拿下68个议席,未能赢得本次选举。联盟党和工党拿下了众议院的绝

大多数席位,绿党、凯特的澳大利亚党和中间联盟分别取得1个席位,其他3
个席位由无党籍人士赢得。这个选举结果反映出,联盟党和工党仍是澳大

利亚政党政治的主导力量。不过,两党的主导地位也面临着挑战,澳大利亚

政党政治也出现碎片化的趋势。例如,在这次选举中,选举转向小党派的人

数创下二战结束以来最高纪录,将近1/4的选民不支持两大党。③ 此外,在

参议院,绿党和其他小党占据了15个席位,使得这些小党在澳大利亚国家政

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政党政治对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影响途径

执掌政权是政党组织和参加政治活动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只有掌握政

权,政党才能主导并制定反映本党意识形态和符合本党利益的内外政策。

因此,在民主政治中,通过竞选活动赢得选举从而实现执政的目标是政党政

治的主轴。在澳大利亚,每三年一次的联邦大选就是联盟党和工党的政权

争夺战,为赢得选举,两大政党都费尽心思争取每个选区的议席,各个候选

人必须拿出能讨好选民的政策承诺。选举有输赢,有执政党就会有在野党,

在澳大利亚,联盟党和工党轮流执政意味着在议会中两党始终在执政党和

①

②

③

目前澳大利亚政坛参与执政的有自由党、国家党和工党,但自由党和国家党长

期组成执政联盟,称为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或者“联盟党”(他们的组合是固定搭配,
甚至被视为是一体的),澳大利亚的政权就是在联盟党和工党之间轮换,所以在政党制度

上将其视为两党制。
余科杰:《政党学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版,第169页。
袁野、姚亿博:《2019年澳大利亚大选与政党政治新变化》,载《当代世界》,2019

年第9期,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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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党两个角色中切换。对于反对党来说,尽管无法像执政党那样通过掌

握国家政权直接制定政策,但仍可以利用议会活动影响国家的政策走向,如

果反对党在议会势力较为强大,执政党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也会顾及反对党

的感受。

对外政策通常被认为是中央政府在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与

国内政策不同,对外政策应该是超越党派和地区的,不受国内政治干扰。结

构现实主义就将国家视为一个单一行为体,能够独立地确立国家利益,制定

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国家的目标和利益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这种整体

的、统一的国家利益是超个人、超阶级、超社会集团的。① 然而在事实上,对

外政策并没有完全超越国内政治纷争,不同的党派、地区和利益集团在对外

政策上并不一定有一致的立场,有时甚至存在相互矛盾、相互冲突的政策取

向。此外,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界限越来越模

糊,国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要理解对外政策背后

的逻辑就不能简单地只看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变化,还要探寻其背后

的国内政治因素。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同样深受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公

共舆论等国内因素的影响,其中,政党的影响尤其明显。联盟党和工党在国

内有不同的选民基础,在外交上也有各自的传统和偏好,两党通过选举、执

政、议会和政治活动等方式影响对外政策。

第一,联盟党和工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在外交上形成了不同的传统和

偏好。联盟党在身份认同上更强调西方属性,主张加强与欧美的传统联系,

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自由党创始人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

就非常亲英亲美,他在总理任期内签署了同美国的同盟条约,并追随美国参

加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孟席斯的外交思想对自由党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的继任者也都或多或少继承了孟席斯的亲西方传统。例如,将孟席斯视

为自己政治导师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在1996年担任澳大利亚总

理后就改变了之前工党政府融入亚洲的政策,强调西方价值观是澳大利亚

的立国之本,主张要在亚洲和欧美之间保持平衡,并注重强化与美国的同盟

① 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载《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
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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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相比较而言,工党则更加强调澳大利亚外交的独立性,注重与亚洲国

家的关系,在外交上积极支持多边主义和国际主义。① 从惠特拉姆(Edward
 

Gough
 

Whitlam)摆脱冷战思维束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到霍克(Bob
 

Hawke)倡议召开亚太经济合作会议(后来发展为亚太经合组织),保罗·基

廷(Paul
 

Keating)直言“澳大利亚的未来属于亚洲”②,再到陆克文提出亚太

共同体倡议,工党的对外政策有着鲜明的亚洲底色。两党在外交上的这种

传统和偏好在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大议题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比

如,针对美国在地区中的军事角色,联盟党更加强调美国在地区安全架构中

的重要作用,对多边安全架构不太热心,工党则更愿意支持地区多边安全架

构,尽管这可能会稀释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在是否派兵参加美国主导的军事

行动这一重大问题上,联盟党更愿意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即使该行动没有

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工党则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与否作为衡量是

否支持美国的依据。③

第二,联盟党和工党的斗争与妥协对澳大利亚对外政策有直接的影响。

一方面,执政党可以直接主导对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进而实现本党的政策

目标。在议会制的框架下,联盟党和工党在联邦选举中争夺众议院议席,获

胜的一方不仅控制了众议院,还获得了组阁权,掌握了行政权力。这样的

话,执政党就可以直接主导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落实,执政党的轮替也意味着

对外政策可能出现重大变化。例如,1972年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上台执政,

新政府改变了联盟党长期奉行的反共反华政策,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并与中国正式建交。2007年陆克文领导的工党击败联盟党赢得大选,上任

后的第一时间,陆克文就签署了《京都议定书》,而此前的霍华德政府一直对

此持反对立场。另一方面,反对党可以通过议会质询和制造舆论等方式影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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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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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55,
 

N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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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343-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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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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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0,
 

No.5,
 

2016,
 

pp.460-466.
保罗·基廷著,郎平、钱清译:《牵手亚太—我的总理生涯》,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年版,第1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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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对外政策制定,还可以通过对外交往活动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① 在澳大

利亚两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格局中,联盟党和工党一方执政,则另一方自动成

为反对党。反对党会组织影子内阁,设立影子部长,具体监督政府各部门的

活动。在议会,反对党可以对执政党的各项政策进行质询和监督,促使执政

党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反对党的立场。反对党还可以通过组织政治活动宣传

本党政策,争取民众支持,并以此对执政党施加压力。此外,反对党可以直接

与外国政党和政府开展国际交往活动,表明本党在对外政策上的立场和观点,

彰显其不同于执政党的一面,以捞取政治资本,提高自身在国内的地位。②

第三,除了党派之间的斗争与妥协影响对外政策外,各政党内部不同派

别的斗争与妥协同样可以对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在自由党和工党内部都有

不同的派别,不同的派别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倾向和利益群体,政党的政策和

主张同样是其内部各派别之间斗争与妥协的产物。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深

受政党内部斗争的影响,2007年至2013年在工党执政期间,陆克文和吉拉

德(Julia
 

Eileen
 

Gillard)围绕总理职位进行了激烈的党内斗争。2013年至

2018年在联盟党执政期间,先是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通过政变迫

使阿博特(Tony
 

Abbott)下台,后来特恩布尔又在阿博特等人的反对下被赶

下台,在阿博特与特恩布尔的斗争中,党内温和派莫里森“渔翁得利”,成为

自由党党首,并出任总理。一般而言,执政党内斗导致的党首和国家总理换

人会对国家内外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除了党首易人导致的政策变化外,执

政党的内部博弈同样会对国家的对外政策产生影响。在议会制框架下,澳

大利亚总理的决策权不仅受制于宪法的授权,还取决于其个人在党内的权

威。如果党首在党内权威不足,其在决策时就会受到党内其他派系的牵制,

党首也可能会用对外政策中的某些议题来安抚其他派系,争取其对自己的

支持。反对党内斗导致的领导层变化虽不如执政党那样对国家政策有直接

的影响,但本党的政策方向多少还是会有些变化。

第四,小党在某些对外政策议题上可能发挥关键作用。近年来,在自由

①

②

蒲国良:《政党政治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

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第25页。
余科杰:《关于“在野党外交”的理论思考》,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年第

6期,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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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家党和工党等主流政党之外的小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选民支持,成为

澳大利亚政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最近的几次大选中,小党均在参议

院占据多个议席①,成为联盟党和工党争相拉拢的对象。尽管小党主要关注

国内政策议题,但其在对外政策上有时也会发挥重要作用。一是小党在选

举中与主流政党达成拨票协议,进而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性力量。根

据澳大利亚的偏好投票制度,政党之间会在不同选区有相应的互换优先排

序的交易,通过这种“结盟”使双方都能获得更多的议席。比较典型的是工

党与绿党在选举中长期形成的拨票合作关系:在众议院选举中,绿党会拨票

给工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工党会拨票给绿党。在2016年的联邦大选中,自

由党也曾与单一民族党在西澳大利亚州达成拨票协议。二是当联盟党和工

党均无法在众议院获得超过半数的席位时会出现“悬浮议会”现象,这时小

党选择与哪个政党联合组阁就会影响到澳大利亚政坛走向,从而影响到澳

大利亚对外政策方向。在2010年大选中,由于联盟党和工党均未在众议院

获得过半数议席,澳大利亚出现了1940年以来的首次“悬浮议会”,最终工党

在绿党及独立议员支持下组建少数派政府。三是有些小党在对外政策的某

些议题上有着强烈的政策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大利亚对外政策辩

论的议题设置和舆论导向。在历史上,1955年从工党分裂而来的民主工党

(Democratic
 

Labor
 

Party)以反共的劳工阶级代表自居,反对承认新中国,在

冷战的环境中获得一定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在反核浪潮中兴起的核裁

军党(Nuclear
 

Disarmament
 

Party)曾在澳大利亚政坛活跃一时,并对涉核的

外交议题产生一定影响。② 当前活跃在澳大利亚政坛的小党在对外政策议

题上也都有自己鲜明的立场。例如,绿党在国际事务中更加重视联合国的

作用,将人权视为对外政策的前沿和核心③;单一民族党则以反对外国投资、

①

②

③

在2014年、2016年和2019年大选中,绿党和其他小党及独立议员分别获得18
个、20个、15个议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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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fairs,
 

16
 

Ma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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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affairs.org.au/australianoutlook/minor-parties-implications-australian-foreign-
policy/,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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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外来移民的保守政治立场活跃在澳大利亚政治舞台;克莱夫·帕尔默

(Clive
 

Palmer)创办的联合澳大利亚党同样带有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色彩。

四、
 

政党政治与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

对华政策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政治同样对当前

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

国明确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动员“全政府”“全社会”力量对

华进行遏制和打压。拜登(Joe
 

Biden)政府在对华问题上虽然进行了一些重

要的调整,但还是延续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基调。① 美国对华政策

的“质变”②也影响了澳大利亚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讨论。在此背景下,澳大

利亚国内各主要政党和这些政党内部各派系围绕澳中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辩

论和较量,最终导致了澳对华政策的转变。

回顾过去几年影响中澳关系的几个重大事件,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政

党政治的影子。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重点分析政党政治在“一带一路”和“中

国渗透论”等问题上对中澳关系造成的冲击。

(一)
  

“一带一路”与澳大利亚对华态度的转变

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经历了复杂的转变过程。中澳经贸关系

密切,中国已经连续多年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中澳同为亚太地区重要经济体,“一带一路”为两国

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发展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因此,“一带一路”倡议

自提出以来在澳大利亚国内受到了广泛的关注。2015年至2016年,在与时

任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的三次会面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均表示,希望

①

②

吴心伯:《拜登执政与中美战略竞争走向》,载《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2期,
第35页。

王缉思:《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载《环球时报》,2019年6月13日,第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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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做好“一带一路”倡议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的对接。①
 

澳大利亚

官方最初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虽然较为谨慎,但也存在着开放的一面。一

方面,相较于工商界,澳大利亚官方在涉及“一带一路”的问题上用语谨慎,

避免在公开场合作倾向性表态。在2015年召开的第二次中澳战略经济对话

中,中方发布的新闻稿指出:“双方认识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

能合作与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倡议和国家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有许多共同

点,要通过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进一步提升合作的领域和层次。”②而澳方发

布的新闻稿虽然强调了基础设施投资和北澳开发等议题,却没有提及“一带

一路”。③ 此外,特恩布尔也没有对中方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作出明确回应。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政府一开始并没有否定加入“一带一

路”倡议的可能性,而且还曾与中方就开展“一带一路”合作进行过接洽。澳

大利亚工商界普遍积极看待“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发展机遇,并推动政府

就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同中国进行磋商。在澳大利亚政府内部,贸易部门

的官员也大都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正面看法,希望能够为澳大利亚企业发

展提供更多的机遇。④ 在2015年中澳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就“一带一路”

倡议与澳“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合作还成立了工作组。⑤ 总体来说,在2017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新华网:《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2015年11月16日,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6/c_1117159099.htm,访问时间:2020年

12月23日;新华网:《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2016年04月15日,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15/c_1118638771.htm,访问时间:2020年

12月23日;新华网:
 

《习近平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
 

2016年09月04日,来源,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9/04/c_1119507474.htm,访问时间:2020
年12月23日

 

。
新华网:《第二次中澳战 略 经 济 对 话 在 澳 举 行》,

 

2015年8月13日,来 源: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8/13/c_1116245962.htm,访问时间:2020年

12月24日。
“Australia-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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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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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The
 

Treasury,
 

Australian
 

Government,
 

13
 

August,
 

2015,
 

https://ministers.
treasury.gov.au/ministers/joe-hockey-2015/media-releases/australia-china-strategic-economic-
dialogue-promotes,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4日。
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载《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8期,载《太平洋学报》,2018年第8期,第87—98页。
李锋、鲍捷:《自贸协定为中澳关系注入新动力》,载《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9

日,第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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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澳大利亚官方对于是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持犹豫和观望的

态度,在澳大利亚国内,各方对“一带一路”存在不同的看法①,在联邦政府内

部,各部门对于是否加入“一带一路”也有不同的意见②。

然而,澳大利亚政府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自2017年以来发生了明显的

变化。首先,2017年3月,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澳前夕,澳政府明确

表示将不会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③,这也是特恩布尔政府正式就“一

带一路”倡议表明态度。虽然不签署合作备忘录并不意味着对“一带一路”

的拒绝和否定,但其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开始

公开批评“一带一路”项目。2018年1月,时任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

事务部长的孔切塔·菲拉万蒂-维尔斯(Concetta
 

Fierravanti-Wells)指责中

国以不利的条件为太平洋岛国提供贷款,用于建造一些“白象”基础设施工

程。④ 2018年6月,澳大利亚时任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担心“一带一路”会给南太平洋岛国带来沉重的债务负

担,并直言“一带一路”是中国在地区拓展政治和战略影响的工具。⑤ 再次,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订的“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不断受到联邦

政府的质疑和审查,并最终被废除。2018年10月,工党执政的维多利亚州

政府与中国签订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这也被视为具有特殊意义

①

②

③

④

⑤

邢瑞利、刘艳峰:《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的认知》,载《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

第11期,第26—31页。
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载《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8期,第87—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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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d24ae0a91,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5日。
联合早报网:《中国援助太平洋岛国

 

澳部长称是“白象”》,2018年1月11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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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事件。然而,维多利亚州政府和州长本人随后不断遭到莫里森政府

的质疑,时任内政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在接受采访时也施压称:

“维多利亚需要解释为什么维州是本国唯一一个签署此协议的州。”①为此,

莫里森政府还制定了《外交关系法》,要求所有州政府与外国签订协议前,必

须事先得到联邦外交部长同意。② 2021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Marise
 

Payne)宣布,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决定废除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及框架协议。最后,澳大利亚开始与美日等国开展基础

设施投资合作,共同筹划针对“一带一路”的替代方案。2018年7月,美日澳

宣布建立“印太”基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同年11月,进一步签署落实三国基

础设施投资伙伴关系合作备忘录,将共同动员和支持私营部门在“印太”地

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此外,三方还在
 

2019
 

年大阪
 

G20
 

会议上共同推

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倡议。③

从观望、犹豫到拒绝、否定,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态度的转变也受到

了政党政治的影响。

其一,联盟党政府在外交上更重视澳美同盟关系,对于发展同中国的经

济联系怀有较深的戒备心理。相对于工党,联盟党在外交上有鲜明的亲西

方倾向,将澳美同盟视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基石,对华政策受美国影响较

大。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出于遏制中国的需要,极力将“一带一路”污名

化,要求盟友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联盟党政府在政策选择上

很难离美国太远,加上自身的亲美传统,其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日趋消

极。此外,地缘政治思维对联盟党处理对华关系也影响较大。在“一带一

路”等问题上,联盟党的决策者更多从战略和地缘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和决

策,从而忽视了“一带一路”的本质是经济合作而非地缘战略博弈。时任外

①

②

③

熊超然:《澳联邦政府指控维州“擅自签署一带一路”,州长出面反驳》,观察者

网,2020年5月27日,来源: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0_05_27_551996.
shtml,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9日。

BBC中文网:《澳大利亚计划加强管控州政府对外关系
 

总理莫里森称要“统一

口径”》,2020年8月28日,来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53931452,
访问时间:2020年12月28日。

刘飞涛:《美国“印太”基础设施投资竞争策略》,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
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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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毕晓普就曾表示,澳大利亚正在寻求美国在战略上更加重视亚太地区,如

果澳大利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有可能造成美国在亚太进一步“退群”。①

其二,“一带一路”成为联盟党与工党政策辩论和相互指责的一个热门

话题,两党斗争对澳大利亚国内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产生了较大影响。作

为反对党,工党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较为积极,这一方面是因为工党一向较

为重视亚洲尤其是中国带来的发展机遇,希望能够通过“一带一路”扩大两

国经贸合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策上展现工党不同于联盟党的一面,并

借此对联盟党的政策进行责难。因此,工党人士在如何看待和是否加入“一

带一路”等问题上显得较为开放。2017年5月,在联盟党政府拒绝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备忘录的背景下,工党影子外长黄英贤(Penny
 

Wong)表示,工

党支持澳大利亚对接“一带一路”的全球基建计划。② 此后不久,黄英贤在作

关于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演讲时指出:“针对‘一带一路’,我们需要制定

一项政策,着眼于双方的共同利益和互补,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认

真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根据具体情况,寻找符合国家利益的倡议。”③同年9
月,工党影子财长克里斯·鲍恩(Chris

 

Bowen)在亚洲协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如果工党能赢得下次选举,澳大利亚将以开放的思维探索如何最好地与中

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开展合作,包括北澳基础设施建设与“一带一路”倡

议的对接。④ 与此同时,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卢克·弗利(Luke
 

Foley)也

表示完全赞同中国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并称如果不积极参与“一带一路”

①

②

③

④

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载《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8期,第89页。
中国贸促会:《工党支持一带一路:是有价值的机遇》,2017年5月9日,来源:

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3869/2017/0509/803352/content_803352.
htm,访问时间:2021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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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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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2021年1月10日。
“The

 

Hon
 

Chris
 

Bowen
 

MP
 

Address:
 

The
 

Case
 

for
 

Engagement
 

with
 

Asia,”
 

Asia
 

Society,
 

29
 

Septemb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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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时间: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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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新南威尔士州和澳大利亚将可能签订“经济自杀声明”。① 以上表态反

映了工党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同时也间接批评了联盟党政府对“一带

一路”采取的政策。工党对“一带一路”的支持和对联盟党政策的批评使其

赢得了不少国内民众的支持,同时也在舆论上给联盟党政府造成不小的压

力。有鉴于此,尽管联盟党整体对“一带一路”的态度较为消极,但特恩布尔

政府并没有完全拒绝和否定“一带一路”,而是采取了较为模糊的政策:一方

面拒绝签署“一带一路”倡议合作备忘录,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签署了开展第

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并两次派高官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

然而,受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影响,联盟党对华政策日趋保守,其对“一

带一路”的政策立场也不断倒退。2017年以来,随着中澳关系的恶化,任何

关于中国的元素都会遭到质疑和审查,“一带一路”更是被严重污名化,被贴

上了“债务陷阱”和“中国影响力工具”的标签。2020年5月,时任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Mike
 

Pempeo)警告称,如果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

威胁到澳大利亚的电信安全,美国可能会直接切断与澳大利亚的联系。② 紧

接着,联盟党政府就借着这股“东风”对“一带一路”展开了严厉的批判,其

中,对维多利亚州工党政府的责难最为明显。自由党党首莫里森和自由党

议员彼得·达顿、詹姆斯·帕特森(James
 

Paterson)、马特·卡纳万(Matt
 

Canavan)等都批评维多利亚州政府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③

莫里森政府还利用新制定的《外交关系法》迫使维州政府废除签署的“一带

①

②

③

澳大利亚人报中文网:《新州工党领袖批评澳一些媒体对华的“冷战思维”》,

2017年9月27日,来源:https://cn.theaustralian.com.au/2017/09/27/558/,访问时间:

2021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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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5日,来源:https://www.abc.net.au/chinese/2020-05-25/mike-pom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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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合作备忘录。① 维州自由党领袖迈克尔·奥布莱恩(Michael
 

OBrien)

批评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政府加入“一带一路”对维多利亚

州没有好处,若联盟党在2021年州选举中胜出将推翻已签署的“一带一路”

文件。② 联盟党政府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立场大幅后退,这一方面是为了

迎合国内外保守势力的反华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一带一路”等涉华议

题打击工党。面对联盟党的指责,时任工党党首比尔·肖滕(Bill
 

Shorten)

在2018年11月为维州加入“一带一路”倡议辩护,称这笔交易是州政府“正

常日常工作”的一部分。③ 工党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则批评莫里森政府试图

用外交政策作为武器来对付维多利亚州政府。④ 尽管工党仍在为维州政府

辩护,但其对“一带一路”的政策立场也出现了明显的倒退。工党现任党首

安东尼·阿尔巴内塞(Anthony
 

Albanese)在“一带一路”问题上就拉开了与

维州州长安德鲁斯的距离,并称,如果其当选澳大利亚总理,他领导的政府

不会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⑤ 工党对“一带一路”采取政策转变的背

后是联盟党持续攻击导致的政治氛围的变化。近年来,澳大利亚右翼保守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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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热衷炮制和炒作各种反华议题,不仅对两国关系本身造成了严重的伤

害,还在澳大利亚国内形成了非理性的政治氛围。在此氛围下,任何对中国

表示友好的言行都有被“抹红”的风险,联盟党借此攻击工党在涉华议题上

不够“强硬”,批评维州参与“一带一路”损害了澳大利亚国家利益。受此影

响,工党也改变了过去对“一带一路”的积极态度。

其三,联盟党内部保守势力对于联盟党政府对“一带一路”采取的政策

产生了较大影响。派系斗争是澳大利亚政党政治的一大特征。在自由党内

部,以特恩布尔为首的温和中间派和以阿博特为首的保守派之间就上演了

多次领导权争夺战。2008年,特恩布尔首次成为自由党党首、反对党领袖。

然而,仅一年之后,阿博特就对特恩布尔发起了领袖权挑战,并以一票的优

势当选自由党党首,2013年联盟党赢得大选之后阿博特出任总理,特恩布尔

被任命为内阁通信部长。2015年9月,特恩布尔以阿博特民意支持率较低

为由对其发起挑战,并最终取代阿博特出任自由党党首和澳大利亚总理。

2018年8月,时任内政部长彼得·达顿在阿博特的支持下宣布挑战特恩布

尔的领袖位置,最终特恩布尔被迫下台,莫里森在特恩布尔与阿博特的斗争

中“渔翁得利”,成为自由党党首。派系斗争的背后往往是难以弥合的政策

分歧,由派系斗争导致的领导层频繁更换对联盟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特恩布尔政府在2015年至2018年执政期间,内部始终面临

着以阿博特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掣肘,而在2016年的联邦大选中,联盟党仅

以76席的微弱优势赢得选举。在此形势下,特恩布尔在党内外都没有获得

足够的权威和支持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施政,这也是导致其在“一带一路”倡

议上持保守、犹豫态度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此外,在联盟党内部,对华鹰派势力通过操纵反华政治议题,不断抹黑、

攻击“一带一路”,在一定程度上绑架了联盟党对“一带一路”采取的政策。

在他们看来,澳大利亚经济已经过于依赖中国,而中国很可能利用这种依赖

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胁迫”,进而损害澳大利亚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在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审查。自由党

① 沈予加:《澳大利亚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及原因探析》,载《太平洋学报》,

2018年第8期,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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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议员孔切塔·菲拉万蒂-维尔斯敦促澳大利亚贸易关系多样化,减少对中

国的依赖,她还指责中国会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推进“债务陷阱外交”,通过

“一带一路”从经济紧张的国家那里占便宜;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帕特森

则批评澳大利亚对中国留学生过于依赖。① 通过抹黑“一带一路”和渲染“中

国威胁”等方式,对华鹰派议员对联盟党的“一带一路”政策产生了直接

影响。

其四,单一民族党和联合澳大利亚党等右翼保守小党直接恶化了澳大

利亚国内关于“一带一路”的讨论。在2016年的联邦大选中,单一民族党一

举夺下参议院4个议席,成为议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该党以极右的政

治立场为人所知,政策主张十分激进,单一民族党的再次崛起也反映了民粹

主义、保护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在澳大利亚的抬头和泛滥。反对华人移民、

反对中澳自贸协定、反对中国投资是单一民族党一贯的政策主张②,其党首

宝林·汉森(Pauline
 

Hanson)在当选参议员后不久便警告,澳大利亚将“被

中国人淹没”③,并在参议院的复出演讲中大肆抨击中国的投资④。在“一带

一路”问题上,汉森批评维州州长安德鲁斯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备

忘录是一个“秘密协定”,不符合维州的利益,还会造成严重的债务负担,一

旦维州无法偿还债务,中国就可能接管这些资产。⑤ 与单一民族党一样持右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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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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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保守政治理念的联合澳大利亚党在涉华问题上更为激进,反华色彩也更加

明显。联合澳大利亚党的前身是澳大利亚矿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于2013年创建的帕尔默联合党,后重新注册为联合澳大利亚党。

该党是一个完全由党首帕尔默主导的政党,是其进行政治活动的工具。① 帕

尔默曾多次在涉华问题上发表惊人言论②,意图通过操纵反华议题谋取政治

资本和经济利益。他指责中国政府与维多利亚州政府签署“一带一路”协议

是绕过联邦政府对澳大利亚进行“渗透”,坚决反对西澳大利亚州政府效仿

维州政府加入“一带一路”倡议。③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出的最重要的国际合作倡议。作为中国在地区重

要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积极争取的对象,其最终拒绝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反映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背后当

然有很多原因,既有国际层面的,也有澳大利亚国内层面的。本文认为,导

致这一转变的原因主要在于,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澳大利亚国内在

对华问题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各种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对

华政策主张,这些主张最终投射到澳大利亚的政党政治之上,通过政党政

治的机制形成了国家政策,这也是本文理解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国内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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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渗透论”与中澳关系的恶化

“中国渗透论”是最近几年中澳关系中的一个焦点话题,也是导致中澳关

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2017年6月,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传媒(Fairfax)和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联合制作了一个视频节目,对中国在澳大利亚的

政治“影响力”进行“深度调查”,暗指中国政府通过在澳华人向澳政党提供

政治捐款来换取他们对中国立场的支持。节目一经播出便在澳大利亚国内

引发了关于中国对澳大利亚进行政治“渗透”和“影响”的激烈讨论,澳大利

亚政坛也在随后被卷入讨论之中。2017年12月,时任总理特恩布尔声称,

出于对中国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担忧,澳大利亚将禁止外国“政治献金”。不

久,特恩布尔再度公开指责中国影响力正在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甚至还用蹩

脚的中文宣称“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① 特恩布尔政府以此为由向议会

提议推行新的反间谍和外国干预法,并将中国作为重点关注的对象。对此,

中国政府多次表明立场,对澳大利亚媒体和政客不负责任的言论进行了严

厉的批判。② 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的指责并没有停止,打着“反对

中国干涉”的旗号,特恩布尔政府最终赶在2018年7月议会补选之前推动议

会正式通过了“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以及“外

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而另一条关于禁止外国政治捐款的议案也被提上了

日程。至此,这场关于中国政治“渗透”和“影响”的争论算是告一段落。在

这一过程中,在澳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遭到了严重的污名化,两国长期积

累的政治互信几乎被破坏殆尽,这对中澳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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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渗透论”的背后同样少不了政党政治的“影子”。

第一,联盟党借此对工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工党参议员邓森(Sam
 

Dastyari)是此次事件的一个焦点。邓森是一位伊朗裔的年轻参议员,被曝

与华裔商人来往密切,并接受对方的资助,在南海问题上发表了与澳大利亚

政府和工党政策不一致的言论。邓森事件被曝光后,联盟党很快对邓森和

工党发起了攻击。在联盟党的压力下,邓森辞去了其在党内担任的参议院

工党副党鞭和委员会主席职务。然而,联盟党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特恩

布尔表示,工党必须严肃处理邓森,而比尔·肖滕如何处理邓森是对其国家

忠诚度的检验。① 此外,邓森的其他“亲中”行为也被联盟党揪出来进行批

判。邓森在2015年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书面采访时祝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成功举办的事情就被联盟党无限上纲上线。联盟党认

为,邓森使用了中国官方对抗日战争的正式说法,特恩布尔批评邓森“出卖

了澳大利亚”,毕晓普则指责邓森“抵抗力缺乏得令人绝望”。② 事实上,邓森

只不过在书面回复中表示:“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70周年纪念活动成功举办之际,我谨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同时也祝澳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更上一个新台阶,结出越来越丰硕的成果,造

福两国人民。”③这一表述并无不妥之处,也没有损害澳大利亚的尊严和利

益。尽管如此,这也被联盟党当作邓森“亲中”的把柄来炒作。在联盟党的

强大压力下,2017年12月,邓森宣布辞去参议员职务,并称不会在2018年

寻求重返参议院。除了邓森之外,工党的其他政治人物也因与中国有这样

或那样的关系而受到质疑。2018年6月,新南威尔士州工党领袖卢克·弗

利指责费尔法克斯旗下报纸在有关新州工党议员王国忠(Ernest
 

Wong)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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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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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澳大利亚华人的报道中充满“诋毁和含沙射影”。①

联盟党不遗余力地批评、指责工党议员的“亲中”行为绝不仅仅是为了

维护所谓的国家利益,2017年底其对“政治献金”的疯狂抨击其实意在打击

工党,“反外国干涉法”的出台也意在获取政治支持。② 一方面,对工党议员

的“亲中”行为进行猛烈抨击不仅能损害工党在选民中的形象,同时还能彰

显联盟党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立场。另一方面,在补选和大选即将到来的

关键时刻,联盟党面临较大的选情压力,为了获取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支持,

炒作“中国威胁论”就成为部分政客相互斗争的工具。③ 在这种情况下,联盟

党借着炒作“中国渗透论”对工党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中国议题成为联盟党

对工党实施打击的政治工具,中澳关系也成为两党斗争的牺牲品。

第二,联盟党内部对华鹰派向来主张对华强硬,早就对中国在澳大利亚

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心怀不满。以安德鲁·海斯蒂(Andrew
 

Hastie)为代表

的自由党议员对华抱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到处兜售中国对澳大利亚进

行“威胁”和“渗透”的观点。2017年以来,澳大利亚媒体炒作华裔商人贿赂

联合国官员和“中国特工”王立强等事件,并以此佐证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渗

透”,而这些事件的幕后操纵者正是海斯蒂。作为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安全和

情报联合委员会主席,海斯蒂身份特殊,在社会舆论和政策辩论上有很大的

影响力。在联盟党内部,尤其是在保守派中,海斯蒂的主张得到了不少人的

支持,其中一些反华议员还组成了自称为“金刚狼”的团体,他们在涉及中国

的议题上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这导致两国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被无限放大,对中澳关系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除了海斯蒂等极端保守的

联盟党议员外,以彼得·达顿为代表的保守派在联盟党内部的影响力也日

益上升。虽然达顿在2018年8月“逼宫”总理特恩布尔失败,但后来仍然担

任了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要职。在涉华议题上,达顿的保守色彩非常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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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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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版,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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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源: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a6xf,访问时间:2021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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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他曾高调宣称“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与澳大利亚价值观不符”,并呼吁对澳

大利亚高校面临的外国干预、网络攻击以及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加以警

惕。① 由此也可以看出,极端保守派和中间保守派在联盟党内部的崛起不仅

影响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也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走向。此

外,联盟党右翼保守派政治人物还积极配合美国对华战略部署,与美国对华

鹰派保持紧密的联系。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中间派的特恩布尔在对

华政策上也日益展现自己的强硬立场,这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党内保守派,另

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自己在对华政策上陷于被动。

第三,为了反击联盟党,工党也开始挖掘联盟党的“亲中”行为。联盟党

借“中国渗透论”的话题对工党多位联邦和州议员进行舆论和政治上的责

难,对工党相关议员和工党形象都造成了不利影响。为了摆脱联盟党塑造

的工党在涉华议题上“软弱”的形象,工党对联盟党的指责进行了反击,一方

面重申工党捍卫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对联盟党议员

的“亲中”行为展开批评。2019年8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刚在5月

联邦大选中赢得选举的自由党众议员廖婵娥(Gladys
 

Liu)曾在与中国统战

部门有联系的世贸联合基金会担任过名誉主席,还曾在2003至2015年担任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广东分会的理事。廖婵娥的华裔背景和这些“可疑”的经

历很快成为澳大利亚国内热议的话题。工党呼吁廖婵娥要把事情讲清楚,

工党影子外长黄英贤表示,这是对莫里森的一个考验(就像邓森是对比尔·

肖滕的考验一样),“他需要在国会发表声明,向国会并向澳大利亚人民保

证,廖婵娥是进入澳大利亚议会的合适人选”。② 而不久前因“政治献金”事

件辞职的邓森也站出来表示,廖婵娥应该考虑从议会辞职。③ 面对联盟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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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打击,工党的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自救”行动不仅有损自

身形象,也进一步破坏了澳大利亚政坛讨论中国议题的政治氛围,自然也不

利于澳大利亚形成客观明智的对华政策。

第四,小党也在“中国渗透论”的问题上煽风点火。近年来,民粹主义浪

潮在西方持续蔓延,澳大利亚也被波及。在民粹浪潮的裹挟下,极右翼的民

粹政党又重新在澳大利亚政坛崛起,在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旗帜下,中国经

常成为它们的攻击对象。在“中国渗透论”发酵的过程中,这些民粹政党的

领导人也纷纷指责中国的“影响”和“渗透”。单一民族党党首宝林·汉森曾

声称:“中国正在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澳大利亚人民已经厌倦了中国的影

响。”①联合澳大利亚党党首帕尔默2019年5月在推特发文称:“共产主义中

国在澳大利亚有成千上万的间谍,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要求每一个中国公民

和公司都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②塔斯马尼亚州绿党领袖卡西·奥康纳

(Cassy
 

OConnor)称:“从加拿大到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中国对外国政

府的干预都在进行中。”③她还多次在塔斯马尼亚议会渲染中国共产党对塔

斯马尼亚州的“渗透”和对澳大利亚民主制度的“威胁”④,呼吁塔斯马尼亚要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⑤。这些小党虽然不掌握政策主导权,但对公众舆论和政

策辩论的影响力很大,会间接影响到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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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由联盟党政府发起、工党被迫卷入的批判“中国政治渗透”的事

件中,联盟党凭借着执政优势,利用情报和安全机构提供的“线索”,对工党

议员邓森进行了彻底的打击。特恩布尔政府也借此完成了修订国家安全法

的目标,成功塑造了联盟党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形象。在这个过程中,“中

国威胁论”和“中国渗透论”被联盟党当作了打击工党的有力武器,在一定程

度上也确实帮其赢得了国内右翼和保守选民的支持,特恩布尔在党内的地

位也稍加稳固。为了反击联盟党,工党也开始拿“中国渗透”说事,对联盟党

的“中国问题”展开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渗透论”成了联盟党与工党

相互攻讦的“工具”,中澳关系成了这轮政治斗争的最大受害者。单一民族

党和联合澳大利亚党等小党虽不是这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但“中国渗透

论”与其一贯政策主张不谋而合,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获得了更多的关注,

成为间接的受益者。

五、
 

结语

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转变也受到

多重因素的影响。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学者侧重于从国际力量格局、国际秩

序演变、美国对华政策和中国崛起等外部视角理解和分析澳大利亚对华政

策,对澳大利亚国内政治与对华政策关系的专门研究相对较少,这就忽视了

澳大利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和中等强国的“能动性”和“复杂性”。本文认

为,国内政治是理解对外政策的基础,在影响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各种国内

因素中,政党政治的作用尤其明显。2017年以来,随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变

化,澳大利亚国内有关澳中关系的讨论氛围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各主要政党

和政党内部各派系围绕澳中关系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较量,最终导致了澳

大利亚对华政策的重大转变。在此过程中,美国的诱导和施压对澳大利亚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政党政治则对政策转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在

政党政治的机制下,澳大利亚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关于澳中关系的辩论和博

弈最终反映在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这突出体现于澳在“一带一路”

“中国渗透论”等一系列事件的处理和决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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